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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比较研究*

贺东航

［摘 要］ 随着人类不断面临各种新的生态危机，包括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危机，有关生态治理与制度的关

系的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生态议题的治理模式一般有两种: 一是自由民主模式，二是统

合主义模式。本文通过比较了两种模式在生态治理中的优劣，并以中国的个案说明国家在生态治理

中的绩效，在统合主义模式下，国家对生态治理基本实行“包揽制”和责任制。两种模式在生态治理

中各有优劣，两种模式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和借鉴来有效地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

［关 键 词］ 生态治理 生态统合主义 模式重构

生态危机与环境灾难所导致的生态治理危

机，是任何现代国家必须直面的严肃问题。如何

实现生态危机的有效治理，是亟待我们思考的生

存议题。一般而言，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治理模

式: 一是民主主义的，二是统合主义的。两种模式

在生态治理中各有优劣，尤其是自由民主在面对

生态议题时因其先天的局限性而力有不逮，我们

有必要重新客观认识生态治理中的不同制度安

排。

一、自由民主模式在生态

治理中的优势与困境

民主模式安排下的生态治理有着其制度优

势。这些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主模式下高度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生

态治理有着多元的推动力量。公民社会与民主政

治是一对孪生子。“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
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①，公民社会

既能表明社会与国家的适当分离状态，又能说明

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西方政治制度比

较研究”［项目编号: 12@ ZH003］、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计划项目“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3—2017］的

阶段性成果。

① 来源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对“公民社会”的

界定，该研究中心还指出了公民社会所表现出的具体形态: 慈

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

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

督、制约以保持社会良序发展所必备的公民精神。
公民社会为民主制度的运行提供了中坚力量，更

能对国家权力实行有效制约，为实现宪政和法治

奠定牢固的社会基础。内涵于公民社会之中的环

保组织能够高效率地实现社会的环境保护动员，

直接促进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事业的发展。以

美国为例，在环境问题刚刚成为公众话题的 20 世

纪 90 年代，美国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

已经达到 1 万多个，有研究认为，美国环境保护组

织在环境保护具体事务上起到的作用超越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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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动机”①。环境保

护主义裹挟着庞大的社会支持率，通过对国会、州
议会及行政机构的游说来影响政府的环保政策，

成为推动生态治理的关键性力量。②

第二，民主模式下的法制制度保证了生态治

理的正义性与连贯性。民主模式的基石之一就是

对法制的尊重。通过法律手段来引导和治理社

会，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义。事实上，目前较为成

功的民主模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生态治理法

律体系。例如美国的联邦环境法律体系从 1899
年的《河流和港口法》到《清洁空气法》再到《清洁

水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完备的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特别是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

法》与《美国宪法》一样，是一部保持了长期稳定

的法律。③ 长期稳定的法律建设，赋予了生态治理

正义性，保证了国家生态治理的连贯性。
第三，民主模式下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使生

态治理迅速上升为社会公共议题。民主政体的渊

源在于社会契约论，政府是个人权利让渡的产物，

是不得不要的恶。民主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

保护是民主政体区别其他政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伴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公民个人的重要

因素，环境权从个人权利束缚中被分离出来，同自

由、平等一样，成为个人权利的重要标签之一。④

当生态保护成为保护个人最重要的权利时，生态

治理就会成为热议的社会公共话题。选举政府对

选票的敏感性决定了政府会把民众最关心的话题

纳入政府治理的目标之中。⑤

不过，人类日益面临着各种新出现的生态危

机，如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自由民

主制度在应对这些危机的制度回应性和绩效性存

在着力有不逮之处，表现为:

第一，民主模式下的政策“短期行动”。在民

选体制下，政府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一般政策的

制定倾向于短视。对长远的战略决策缺乏认识的

民众，也不支持政府出台某些战略性政策。执政

的领导人，制定的一切计划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

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使得政党在制定战

略性政策上软弱无力，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

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政策。如环保议题，但

最后只是流于选举时的激情承诺，从未将其落实

为公共政策。而事实上，环境保护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那些关注于捍卫长期性一般利益而不是短期

性特定利益的公共利益倡导者，这尤其需要关注

公共福祉与利益的社会审议和决策，而不是自我

私利者着眼于个体福利与利益的政治谈判⑥，因而

选举政治往往“导致环境政策上的‘短期主义’，

并被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短见所加剧———他们往

往依据短暂的选举周期而不是长期的生态稳定需

要采取行动”⑦。
在生态治理中，要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资

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求

这些方面的各项指标组成的向量的变化呈现单调

增态势( 强可持续性发展) ，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

要，又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而在民主主义政

治过程中，立法周期很短，往往回避了长远利益的

政策，不容易进行长远的发展战略规划，短视行为

与短期主义政策频出。因此，需要我们寻找一种

建立在责任伦理基础上的新的制度安排，更加注

重“代际正义”而充分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福祉，并

在发展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寻找平衡。
第二，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合作中的困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频

繁，国家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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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llis C． Armstrong，Michael Ｒobinson and Suellen Hoyeds，History
of Public 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d，1776 － 1976，The Association，

1976．
罗健博:《发展、治理与平衡》，复旦大学 2008 年博士论文第 97
页。
王曦:《论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对完善我国环境法制的启

示》，载《现代法学》2009 年第 4 期。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国

家环境政策法》之所以保持了长期稳定，得益于其国家环境目

标设计的前瞻性: 体现了国际社会到 1987 年才正式提出、到

1992 年才得到公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美国提出这个国

家环境政策的时间是 1969 年，比国际社会提出类似的思想早

了 18 年。
张力刚、沈晓蕾:《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学考察》，载《 政治与法

律》2002 年第 1 期。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

书馆 1999 年版第 395—396 页。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为做出

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

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即选举政府有着选票冲动，

也有研究台湾的学者，将这种民主方式称之为“选票民主”，另

见王茹:《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

“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载《台湾研究集刊》2008 年第 1
期。
［澳］艾克斯利:《绿色国家: 重思民主与主权》，郇庆治译，山东

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2—83 页。
同上书，第 84 页。



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危机与环境

污染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

疆界之内，而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

界，如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但由于民主国家往

往基于国内的选票压力，对外不愿意承担过多的

国际义务和责任，如美国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

书》就表明了这一点。此外，民主国家在签署国际

协约时，通常还要经议院表决或国内全民公投等

程序，持续时间长，且大大降低了达成国际承诺的

概率。反之，威权主义国家的制度回应性与绩效

性就较强，且因不存在与国内各势力( 反对党、各

类 NGO 组织) 进行反复的博弈，威权主义国家一

旦对生态议题进行国际承诺后，往往就会承担起

国际责任，其国家的生态政策表现为严肃性和一

致性。
第三，自由民主制度与生态危机的整合能力。

当国家受生态危机直接冲击时，社会力量需要进

行高效统合，包括动员社会成员、快速实现对环保

议题的整合、创建共同的事业。由于生态环境治

理活动所面对的是难以分割的公共资源，这决定

了治理活动必然是一种集体行动，但民主制度下

往往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模式，国家的社会整

合能力不强。可见，在生态理念与自由民主制度

安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相融性与紧张关系。

二、生态治理的统合主义

模式: 中国的表达

在应对生态危机与治理中，另一类制度进入

人们的视野，本文把这类制度称为生态治理的统

合主义模式。
生态统合主义可以看作是通过国家力量 ( 或

政党) 来推动的生态治理过程，这一过程强调国家

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社会组织有着

高度整合能力、对民众有着高度的动员力。同时，

实行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这些基本的政

治体制保证在生态危机处理中做到既有统一领

导，又能有效沟通与协调。①

生态治理的背后涉及的是政治体制因素和公

共管理体制因素，像中国这类政治体制( 统合主义

模式) 的国家在生态治理中所展现的绩效如何?

其有关机理是什么? 有关制度局限性何在? 如何

克服? 下面我们来分别讨论。
( 一) 生态理念所标记的治道变革

在中国，执政党的基本路线直接决定着整个

社会的发展方向，其生态意识的觉醒和治理思路

的转变直接影响着我国发展的战略导向。笔者认

为执政党的生态理念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9 年至 1985 年。这一阶段，

生态议题尚处在政策的边缘。当时中国刚进入改

革开放初期，执政党在十二大报告上宣示“坚决保

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②; 1985 年，执政

党在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 草案) 》中提出“加

速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在这一阶段当中，生态议题并不是作为社会发展

策略的主要部分，而是侧重于将生态问题放置于

与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层面上。在改革开放初

期，工业经济尚在起步阶段，农业经济是重中之

重，因而从农业角度来阐释生态，表明生态议题尚

处在政策的边缘。
第二阶段是 1987 年至 1997 年。执政党的十

三大报告，开始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强调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衡。“在推进经济

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

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

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

地结合起来。”③1990 年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

的建议》强调“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要“实

行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使环境保护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相协调”。第一次以党中央的文件形式

正式宣 示 要 把 环 境 保 护 作 为 基 本 国 策。④1995
年，执政党在十四届五中全会报告上进一步提出

“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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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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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彭宗超:《应急管理的中国经验》，未刊稿。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

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77 页。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

版社 1991 年版第 25 页。
第一次提出“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的是 1983 年的第

二次全国环保会议，但以党中央的文件正式宣示，则是在 1990
年，参见中共中央文献室编: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册，第 1402 页。



置”①。之后于 1997 年召开的十五大更是将实现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一阶段中，执

政党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

关系，开始将生态议题提高至一个相当高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之后。这一阶段，随

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突发事故的日益增

多，经济发展引发的生态危机与资源匮乏、社会领

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旱涝交替的农业生产环境，

导致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加上全球性的气候

变化，执政党从“GDP 迷思”中跳脱出来，迈向一

种崭新的治道方向。生态议题也因此逐渐由过去

边缘的政策议题转变为核心的政策议题。2002
年，执政党在十六大报告上指出“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②，强调要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
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理念，第

一次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

观”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之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生态议题进入政策核

心的重要标志。③ 到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将生态议题提高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并将其

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放在同等的高

度，并将这种理念落实为现实策略。④ 直至十八大

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⑤，这成为一个全新的、蕴
含丰富的执政理念。我们可以看出，生态议题日

渐跃升为整体发展策略的重点。将生态主义思维

引入执政理念，是通过一场全面的“社会学习过

程”与“心理革命”、“头脑风暴”来实现的，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正灵

活地与时俱进。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本用语的演变，可

以看出执政党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

性，人从凌驾于自然之上变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

态文明逐步成为执政党的高级执政理念。执政党

生态意识的觉醒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

向，其治理思路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发展的

战略导向。
( 二) 生态统合主义下政策窗口的快速开启与

政策执行的高位推动

为了更好地分析统合主义下的生态政策是如

何被强有力地执行的，接下来，我们从统合主义体

制下的政策窗口是如何快速地开启，“党的领导小

组”是如何透过“高位推动”的机制运行来分析生

态治理是如何被响应、执行和反馈的。
按照约翰·金登提出的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

析理论，最后落实为公共政策的许多公共问题之

所以能够进入“政策窗口”( 政策窗口是政策建议

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

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⑥) ，是由

“问题溪流”( 如社会公共问题的“量化指标”与危

机事件的发生) 、“政策溪流”( 如制定备选方案和

政策建议) 以及“政治溪流”( 如国民情绪、政府的

变更、行政机构的人事调整等) 三大源流共同作用

的结果。就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本身来理解，由

于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中国场域下的“政

治溪流”往往是一股很强大的溪流，从而导致公共

政策的“窗口”迅速开启。
政策启动后的下一步就是关键的执行问题，

而一项重大的生态政策往往具有生态、社会、政

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属性，承载了多项任务，其成

功“落地”要取决于横向上的高位推动和各部门配

套政策的出台。但由于条条块块的存在，往往会

出现多属性治理的“孤岛现象”。“孤岛现象”是

指政府机构间在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方面不

能满足多元组织主体充分整合、及时交流、高效利

用的一种状态。政府相关部门在执行公共政策时

常常面临一个部门的目标与其他部门的目标不一

致，在执行中出现一个组织在执行某个项目时，不

愿意与其他组织合作，出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合

作困境。如何整合各部门，克服单一部门执行的

限度而达至合力? 这时，一般是启动“中共某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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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 页。



作领导小组”的机制，它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有

效的。这种“工作小组”属于任务性小组的编组，

这类小组一般是为了推动某项重大公共政策而设

立。从中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这类“中国特色”的

“领导小组”在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多属性难题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党的行政担当机构的负

责人相较于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其级别均较高，这

显示了中国执政党是生态治理政策目标的创制

者、决策者、执行者与监督者，以“高位推动”的姿

态宣示党的“在场”。①

( 三) 统合主义下的国家能力与全民动员

以 2008 年汶川地震灾后，国家迅速启动灾区

河流治理与生态修复政策为例，当时地震引发的

滑坡造成了涪江、嘉陵江、石亭江、清水江、红河、
沙金河、茶坪河、绵远河、岷江、湔江等 33 处堰塞

湖。这些堰塞湖库容从 10 万方到上亿方不等，随

时有溃坝风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灾区召开会

议，决定成立唐家山堰塞湖应急疏通工程前线指

挥部，执政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立即下令武警水

电部队前往，将武警官兵通过直升机投送，迅速降

落到唐家山等堰塞湖堤坝上，勘察地形，为在堤坝

上开筑导流槽施工做准备。而在自由民主体系下

的国家，因为一向对政府的作用深怀恐惧，因此一

般来说比较重视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更重视

市场手段的运用及多元社会参与。在政府内部，

虽然也有执政党的影子，但通常也都不突出执政

党的作用。同时对于国内事务，自由民主体制下

的政府也不重视军事力量的运用。这体现在生态

治理的建构方面往往首先强调市场机制的运用，

更多地重视各类 NGO 组织作用的发挥，执政党往

往不直接发挥影响力，一般通过总统或国会发挥

作用，最多在幕后发挥一定的作用。军队一般也

不介入国内应急事务，即便出现特别重大的生态

危机事件，军队的介入也需要履行 20 多道申请程

序才可以实现。②

而统合主义下的中国实行的是执政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制度。这些基本的政治体制在应急管

理当中往往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部门

负责、社会协同和军队支持等具体的体制安排。
这样既可以在应急过程中做到既有统一领导，也

有有效沟通与协调的多方协作治理，以大大提高

应急的及时性、动员的有力性和救灾的有效性等，

通过社会动员将社会力量整合起来，通过强制力

量惩戒破坏生态契约的行为，调动各种资源投入

到这场拯救生态的战役中去。另一方面，中央集

权式政府体制也有能力增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

度，如在环境方面，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从软约束变

成硬约束。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

经大大加强了市场的作用和社会的作用，统合主

义的国家已构建了一套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

讨论基础上的协商制度。在政策过程上，社会也

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来对话来参与生态决策和治

理。

三、基本结论

生态治理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是热点问题。生

态治理对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挑战。统合主

义不是与代议民主制度相对立，而是表明在面对

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形势和解决人类集体行动的

困境问题上，统合主义模式与民主主义模式的制

度安排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备选方案，交相登上

历史舞台，毕竟公共权威的协调或者人类的自愿

联合都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民主

主义策略在兑现政治承诺、促进国际合作、承担政

治责任、整合社会力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而

统合主义体制下也有不少问题。首先，由于权力

过于集中，对生态治理的日常建设非常依赖于有

关领导是否重视。领导重视，地方的生态治理才

能顺利发展，反之则不然。其次，在生态治理中，

有时不计成本，导致社会参与不足或一些过度治

理的问题。再次，法制水平还有待提高，要让生态

治理法制化。

( 作者工作单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师范

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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